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毛其淋　 　 杨　 琦

摘要: 化解产能过剩是中国产业健康发展和经济高质量腾飞的重要环节。 尽管

有关出口贸易化解产能过剩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但尚未从贸易方式转变

(即出口企业从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 的视角进行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

数据, 采用倾向匹配法和倍差法深入考察了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产能

利用率; 渠道检验显示,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促进企业提升生产率、 增加出口和提高

管理效率, 进而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 异质性分析发现,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对进

口企业、 低契约密集度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内企业有更强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

应; 基于行业视角的进一步研究还显示,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的上升能够有效促

进行业市场再配置, 使得落后产能企业退出市场, 产能利用率更高的在位企业获得

更多的市场份额, 最终促进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本研究为我国通过积极拓

展对外发展空间以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困境提供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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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中国经济已进入 “新常态”, 发展速度由高速调整至中高速, 发展方式转变和

结构调整已成为当前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经济增速下调的背景下, 中国的产能过剩

问题更显突出。 毋庸置疑, 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化解产能过剩是中国实现产业健

康发展和经济高质量腾飞的重要环节。 自党的十八大后, 中央政府将 “去产能”
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 国务院等部门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 推动

钢铁、 石化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2013 年, 由国务院签发的

《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 指出, 化解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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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过剩矛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 提出积极拓展

对外发展空间是化解产能过剩困境的途径之一。 《意见》 还指出, 应鼓励优势企业

以多种方式 “走出去”, 优化制造产地分布, 消化国内产能; 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各

类贸易促进活动, 创新国际贸易方式等。
通过出口将国内过剩的优势产品向外输出是拓展对外发展空间以化解产能过剩的途

径之一。 Tian (2016)[1] 基于 Melitz (2003)[2] 的研究构建了异质性企业模型, 其理论

分析表明, 由于国际市场的额外需求提高了资本的边际回报, 因此当企业面临固定出口

成本的外生性下降和开始参与出口时, 企业将提高产能利用率; 同时, Tian (2016) 在

此基础上采用 2012 年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出口企业

的产能利用率比非出口企业高 1. 55% ~2. 01%。 随后, 张先锋等 (2017)[3] 利用 2000—
2007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出口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关系, 研究发现, 出口对提高

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正向促进效应, 能够有效缓解产能过剩程度。 张皓 (2018)[4] 提

出企业出口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提升产能利用率, 其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

2005 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企业产能利用率随着企业出口强度的

提高而提升。 同时, 刘航等 (2016) [5] 将出口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分为销售效应和竞

争效应, 并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检验了出口波动与产能过剩的关系, 发现外需冲击对

不同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存在差别, 粗放拉动出口未必对化解产能过剩有预想的效

果。 现有文献单纯地从企业出口贸易量的角度研究产能利用率或产能过剩问题是不够

全面的,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在提升产能利用率方面可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 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贸易中介的重要作用被学者们广泛关

注, 其中研究出口贸易方式 (以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为主) 的绩效影响的文献也

层出不穷 (Bai
 

et
 

al. , 2017[6] ; 王永进和冯笑, 2019[7] ; 诸竹君等, 2019[8] ; 黎

绍凯和朱文涛, 2020[9] )。 然而, 目前尚未有文献关注出口贸易方式与产能利用率

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 本文使用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 采用倾向匹配法 ( Pro-
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和倍差法 (Different-in-Different, DID) 深入考察出

口贸易方式转变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以期进一步丰富出口化

解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为: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显著提升了中

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主要是通过生产率提升、 出口扩张和管理效率提高三条渠道

实现。 此外,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上升还能够有效促进行业市场再配置, 使得落

后产能企业退出市场, 产能利用率更高的在位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最终促进

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 虽然已有部分文献关注了出口贸易与企业产能利

用率的关系, 但主要聚焦于出口贸易决策与出口贸易量的研究, 尚未有文献从出口贸

易方式转变的视角展开研究, 本文拓展了出口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研究; 第二, 本文

采用 PSM-DID 方法进行估计, 能够较为有效地处理由自选择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得到较为准确的研究结论; 第三, 本文不仅从微观企业层面评估了出口贸易方式转变

的产能利用率效应, 还从市场再配置角度深入探究了行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对行

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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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从理论上而言, 出口贸易方式的转变可能通过如下三种渠道影响企业的产能利

用率。
一是生产率渠道。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有利于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首先, 出

口贸易方式的转变使得企业有机会直接接触国外市场, 从而通过 “干中学” 渠道

提升企业的学习能力, 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Bai
 

et
 

al. , 2017); 其次,
原本从事间接出口的企业在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后, 将直接面对海外市场的竞争压

力, 出口的 “竞争效应” 可能倒逼企业提升其生产率水平。 通常而言, 生产率提

升有助于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这主要是因为: 一方面, 企业较高的生产率能够使

企业减少浪费, 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从而有较高的产能利用率 ( 王永进等,
2017) [10] ; 另一方面, 生产率高的企业既可能面临更好的市场需求 (余淼杰等,
2018) [11] , 同时在面临市场需求不确定性时也可能为规避风险选择谨慎投资 (徐朝

阳和周念利, 2015) [12] , 从而拥有较高的产能利用率。 据此, 本文预期, 出口贸易

方式转变可能通过生产率提升渠道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二是出口扩张渠道。 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会直接促进企业出口扩张 (刘海

洋等, 2019) [13] 。 这是因为: 首先, 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之后, 由于没有

贸易中介推高销售价格, 其产品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数量会增加, 从而企业的出口规

模随之扩大; 其次, 直接出口企业更容易捕捉到国际市场信息, 并具有较高的市场

敏感性, 直接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更高 (黎绍凯和朱文涛, 2020) [9] , 这也将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出口的扩张。 而企业出口扩张对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会产生积极

的影响, 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可以直接消化企业的过剩产能, 促进企业提升其产能

利用率。 另外, 出口的 “学习效应” 通过促进企业提升技术水平 ( Cruz
 

et
 

al. ,
2017) [14] 、 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水平, 进而增强企业产品的竞争力, 扩大国内外

市场, 使产能和产品的闲置率进一步降低, 提升自身产能利用率 ( 温湖炜,
2017[15] ; 张皓, 2018)。 因此, 出口扩张是出口贸易方式转变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

提升的一个重要渠道。
三是管理效率渠道。 管理效率体现了企业管理者在组织生产和运营方面的能力

(孙浦阳等, 2018 ) [16] , 是区别于生产效率的重要企业特征 ( Qiu
 

and
 

Yu,
2020) [17] 。 企业出口贸易方式发生转变后, 出口企业直接与海外市场进行贸易, 有

机会与海外企业进行交流与合作, 从而学习到国外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 企业通过

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 不断积累管理知识, 提升管理效率 ( Gort
 

and
 

Lee,
2003) [18] 。 管理效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企业各要素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增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组合能力, 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此外, 管理效

率更高的企业能够根据自身经营状况, 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做出最优的中间品投入

决策 (Lev
 

and
 

Radhakrishnan, 2005) [19] , 这也能够促进企业提升中间品使用效率,
从而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因此本文预期,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还可能通过提升管

理效率渠道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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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有利于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
假说 2: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通过生产率提升、 出口扩张和管理效率提升渠道促

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企业进口状态可能会影响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一方

面, 中间品进口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出口的深度和广度 (Anderson, 2016[20] ; Brandt
 

and
 

Morrow, 2017[21] ), 这将有利于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提升产能利用率中出口扩张

渠道的发挥; 另一方面, 有进口经历的企业, 更加了解国际市场需求, 在出口贸易

方式转变后更容易提升生产效率、 扩大出口规模, 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产能

利用率的提升。 因此, 相较于非进口企业,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对同时从事出口和进

口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果更佳。
企业产能利用率与信息化程度往往呈现正向关系 (王永进等, 2017), 而契约

的形成是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途径, 如果一个行业的可契约程度较高, 那么

企业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程度就会降低。 在出口贸易方式从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

口之后, 企业能够直接接触海外市场, 对国际市场走势和产品竞争实情比较敏感

(黎绍凯和朱文涛, 2020)。 据此,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可以减少企业的预测误差,
而处于契约度较低行业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风险降低溢价, 进而在更大程度上促

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因此, 相较于高契约密集度的行业而言, 企业出口贸易

方式转变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低契约密集度行业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
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是重要的行业特征之一 (鲁桐和党印, 2014) [22] 。 劳

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依靠大量使用劳动力, 生产效率和规模主要依赖

于企业的管理效率。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 使得企业可以直接接触海外企业的优秀管

理经验, 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 (Gort
 

and
 

Lee, 2003)。 相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言,
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够通过学习国外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管理模式, 快速提升企业的生产

效率和扩大出口规模, 进而在更大程度上化解过剩产能。 据此, 本文认为, 劳动密集

型行业的企业在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后, 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幅度更大。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3: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对同时从事出口和进口的企业、 低契约密集度行业

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大。

三、 模型、 方法与数据

(一) 模型与方法

考虑到企业对出口贸易方式的选择并非随机分布, 可能存在出口贸易方式的自

选择问题, 即产能利用率水平更高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直接出口的贸易方式。
为了准确起见, 本文采用 “反事实” 框架下的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 (PSM-DID)
识别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因果效应。

1. 倾向得分匹配 (PSM) 过程

本文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 PSM) 对数据样本进行匹配处理, 根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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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从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①将样本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由间接出口转变为直接

的出口的企业 (处理组, 即出口贸易方式转变组); 第二类是始终为间接出口的企

业 (对照组, 即出口贸易方式不变组)。 具体的识别方法如下: 首先, 该企业在样本

期内首次出现必须为间接出口企业; 其次, 该企业在样本期内某一年从间接出口转变

为直接出口; 最后, 之后年份内其保持直接出口未发生中断。 本文的对照组企业则是

在 2000—2007 年期间从未发生出口贸易方式转变的企业, 即企业始终为间接出口。
由倾向得分匹配筛选出间接出口企业中与处理组的出口企业特征行为相似的样

本作为双重差分法的对照组。 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估计企业选择直接出口贸易方式

的倾向性得分, 然后根据其得分, 为处理组寻找倾向性得分相近似的对照组样本。
具体地, 采用 Logit 模型计算出口企业发生贸易方式转变的倾向得分:

Pr modechangefit = 1 | Z fit -1{ } = Φ[g(Z fit -1)]
 

(1)
其中, modechangefit 代表企业是否发生贸易方式转变 (即从间接出口转向直接

出口) 虚拟变量, 若是取 1, 否则取 0。 Z fit -1 指企业 f (或企业 f 所属行业 i) 在出口

贸易方式发生转变前一期的特征变量, 主要包括: 企业产能利用率 (lnCU), 企业生

产率 (lntfp), 企业出口额 (lnexport), 企业规模 ( size), 企业年龄 (lnage), 资本

劳动比 (klratio), 政府补贴 ( subsidy), 企业利润率 (profit), 行业赫芬达尔指数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此外, 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图 1　 匹配前后核密度图对比 (2001 年样本)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运用常用的 1 ∶ 1 最邻近匹配方法对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匹

配, 给出了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图 (见图 1)②, 从中可以看出,
在未匹配时处理组和对照组倾向匹配得分分布存在明显差异, 而在匹配后两组样本

的倾向匹配得分分布趋于一致, 这初步表明匹配效果较好。 本文检验了每个协变量

的平衡性条件③。 结果显示, 在匹配前对照组和处理组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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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参照 Bai 等 (2017) 的做法识别出口企业是直接出口还是间接出口, 识别方法详见后文数据分析部分。

  

由于本文采用逐年匹配的方法, 因此, 在绘制核密度图和进行平衡性检验时, 应有 2001—2007 年 7 年

的结果, 囿于篇幅, 仅展示 2001 年样本, 其他结果读者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

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限于篇幅, 这里没有汇报平衡性检验的结果, 读者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

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匹配之后对照组和处理组之间几乎没有差异。 另外, 匹配后的各变量的标准偏差大

幅度减少, 这表明在进行倾向匹配后, 对照组和处理组之间的差异很小, 较好地解

决了两组企业的个体特征差异。
2. 模型设定 (DID)
根据倾向匹配得分结果, 设定二元变量 modechange, 即观察期内企业从间接出

口转为直接出口的出口企业设定为 1, 否则为 0。 进一步设定企业转变出口贸易方

式的时间变量 post, post= 0 和 post = 1 分别表示企业从事直接出口前和从事直接出

口后。 根据以上设定, 由于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的时间点不一致, 本文构建渐近

双重差分回归模型考察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lnCUfit = β1modechangef × postt + X fit + αf + γt + εfit (2)

其中, lnCU 表示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水平, 用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对数表示, 本

文借鉴余淼杰等 (2018) 的方法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①。 交叉项的估计系数 β1 反

映了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出于稳健考虑, 本文在公式中还

加入了企业规模 ( size)、 企业年龄 ( lnage)、 资本劳动比 ( klratio)、 政府补贴

( subsidy)、 企业利润率 (profit)、 企业所有制 ( soesdum 和 foreidum) 和行业密集度

(HHI) 等控制变量。 αf 和 γt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fit 为随机误

差项。
此外, 为了检验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 进一步设

定如下计量模型:
channelfit = β2modechangef × postt + X fit + αf + γt + εfit

 (3)
lnCUfit = β3modechangef × postt + ϑchannelfit + X fit + αf + γt + εfit

 (4)
其中, channel 指中介变量, 包括生产率、 出口扩张和管理效率, 其他变量与

基准模型一致。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两个数据库。 一是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 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2000—2007 年②。 根据研究需要, 对企业数据进行了如下

筛选处理: 首先, 本文选取制造业企业进行研究, 同时剔除从业人员数小于 8 人的

企业样本; 其次, 在行业代码方面, 考虑到中国工业行业分类在 2002 年进行了修订,
借鉴刘志阔等 (2019) [23] 的做法, 对工业行业分类代码进行了调整统一; 最后, 与

Feenstra 等 (2014) [24] 和 Yu (2015) [25] 的方法类似, 对异常样本进行了处理。
二是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 由于仅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不能有效识别

企业出口贸易方式, 因而本文进一步使用海关数据来判断企业的出口贸易方式。 在

出口贸易方式的识别方面, 本文参照 Bai
 

等 (2017) 的方法, 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中出口交货值大于 0 的企业定义为出口企业, 出口交货值等于 0 的企业定义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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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这里没有给出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步骤, 读者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在后文的稳健性检验部分, 本文将样本期扩展为 2000—2013 年, 本文的核心结论仍然成立。



出口企业; 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匹配成功的出口企

业定义为直接出口企业①; 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有出口但海关数据中没有出口

记录的企业视为间接出口企业。 本文以 “企业名称” 等变量为匹配变量, 将两个

数据库进行匹配, 得到 2000—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

数据库的合并数据, 将其作为本文实证研究的主要样本。

四、 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

表 1 第 (1) 列报告了出口贸易方式转变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基准估计结果,
控制了企业和行业层面控制变量以及企业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 本

文重点关注的倍差法估计量 modechange×post 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 (即从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
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具体而言, 相较于一直从事间接出口的企业,
发生出口贸易方式转变 (即从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 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

1. 3%。 由于在样本期内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幅度为 18%, 不难得到出口

贸易方式转变对样本期内产能利用率变动的解释力度为 7. 2%②, 可见具有较高的

经济显著性。
表 1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lnCU lnCU lnCU lnCU lnCU lnCU lnCU lnCU_bk lnCU lnCU lnCU

基准
回归

提前
一年

提前
两年

提前
三年

剔除加
工贸易
企业

剔除短
期出口
企业

1 ∶ 3
匹配

产能利
用率再
衡量

控制关
税水平

2000—
2013

年样本

行业
聚类

modechange×
post

　 0. 013∗∗∗ 　 0. 012∗∗∗　 0. 016∗∗∗　 0. 017∗∗∗　 0. 015∗∗∗　 0. 013∗∗∗　 0. 015∗∗∗　 0. 013∗∗∗

(3. 27) (2. 63) (3. 90) (4. 22) (3. 45) (3. 32) (4. 16) (3. 05)
modechange×
post_before

　 -0. 001 　 0. 001 　 -0. 002
(-0. 19) (0. 09) (-0. 19)

outputtar 0. 000
(0. 35)

inputtar -0. 005∗∗∗

(-5. 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71
 

368 71
 

368 71
 

368 71
 

368 45
 

655 61
 

128 106
 

870 70
 

810 71
 

368 85
 

048 71
 

368

R2 0. 571 0. 571 0. 571 0. 571 0. 591 0. 551 0. 582 0. 562 0. 571 0. 530 0. 571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第 (1) — (10) 列括号内数值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性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第 (11) 列括号
内数值为在行业层面聚类稳健性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限于篇幅, 表中未汇报控制变量与常数项,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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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 若企业出现在海关进出口交易记录中, 则说明该企业进行了直接出口。

  

具体计算公式为: 1. 3% / 18% = 7. 2%。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检验平行趋势, 以出口企业发生贸易方式转变当年作为基

准年, 构建了动态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将出口企业发生贸

易方式转变前 1 年作为缺省比较组。 为了直观起见, 将估计结果绘制成图 2, 其中

实线部分描绘了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对产能利用率的边际效应, 虚线部分刻画的是

95%的置信区间。 从图 2 可以看出, 在贸易方式发生转变的前 4 年, 边际效应估计

系数为负且基本不显著。 然而贸易方式发生转变后, 边际效应系数显著为正, 且呈

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总而言之, 以上检验验证了处理组与对照组出口企业贸易方

式的变化在发生之前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 因此本文的倍差法估计结果是可

靠的。

图 2　 平行趋势图

2. “反事实” 检验

为了排除其他政策波动抑或时间趋势对本文核心结论的影响, 这里基于 “反

事实” 的框架重新评估企业在发生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前后的产能利用率变化。 本

文将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企业 (处理组) 的贸易方式转变时间提前一至三年,
重新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 从表 1 第 (2) — (4)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交叉项 modechange×post_before 的系数均不显著, 即出口贸易转变企业在 “虚假”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时间前后与对照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水平无显著差异, 再次验证

了本文的核心结论。
3. 剔除加工贸易企业和短期出口企业

加工贸易企业承接国外发包订单, 出口贸易方式以直接出口为主, 不需要借助

贸易中间商或自身去寻找国外客户, 并且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普遍低于一般贸易企

业 (戴觅等, 2014) [26] , 这就意味着从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的加工贸易企业可能

不符合出口的生产率排序规律, 对本文的研究产生一定影响。 同时, 由于短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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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样本中存续期较短, 可能出现出口贸易方式转变这一核心解释变量识别不清

的情况。 为了稳健起见, 本文从未匹配样本中剔除加工贸易企业和短期出口企业样

本①, 重新匹配后进行回归。 从表 1 第 (5)、 (6) 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交叉项

modechange×post 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剔除加工贸

易企业和短期出口企业的影响后,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通过改变匹配维度 (由 1: 1 最邻近匹配变为 1: 3 最邻近匹配)、 基于

Basu 和 Kimball (1997) [27] 的函数形式重新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 控制关税水平、
使用 2000—2013 年样本以及在 4 位码行业层面聚类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结

果列于表 1 第 (7) — (11) 列,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本文的核

心结论较为稳健。

五、 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 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可能通过生产率提升、 出口扩张和管

理效率提升三条途径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 为此, 本文选择生产率、 出口扩张

和管理效率作为渠道变量, 就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可能机制进

行检验。 首先, 根据计量模型式 (3), 检验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是否能够显著影响

渠道变量; 然后, 根据式 (4), 检验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和渠道变量同时对企业产

能利用率产生的作用。
1. 生产率效应

本文采用 OP 法和 LP 法计算得到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值 (记为 lntfp
_op 和 lntfp_lp)。 对式 (3) 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2 第 (1)、 (3) 列, 交叉项 mode-
change×post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率提

升, 与 Bai 等 (2017) 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 2 第 (2)、 (4) 列汇报了式 (4) 的估

计结果, 两列中生产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生产率的提升的确显著促进了产能

利用率的提升, 与前文理论分析结论一致。 双重交互项 modechange×post 的系数显

著为正, 且相较于基准回归的系数大小和 t 值有所下降, 可见, 生产率提升的确是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渠道之一。
2. 出口扩张效应

为了检验企业出口扩张是否为出口贸易方式转变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渠

道, 本文采用企业的出口额 (lnexport) 来衡量企业的出口扩张。 表 2 第 (5) 列汇

报了以出口额对数 (lnexport) 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交叉项 modechange×post 的系

数显著为正, 表明出口贸易方式转变促进了企业的出口扩张, 这可能与企业产品在

海外市场的销售数量增加有关。 进一步, 将式 (4) 中的 channel 替换为 ln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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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将企业连续出口时间大于三年定义为长期出口企业, 否则为短期出口企业。 此外, 将连续出口时

间临界值设定为 1 年或 2 年来识别短期出口企业, 本文的核心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相应的结果汇报在表 4 第 (6) 列。 其中企业出口扩张对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 与既有文献的结论基本一致。 双重交互项 modechange×post 的系数显著为正,
且相较于基准回归的系数大小和 t 值均有所下降①, 表明出口扩张是出口贸易方式

转变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渠道。
3. 管理效率效应

本文借鉴 Qiu 和 Yu (2020)、 孙浦阳等 (2018) 的做法, 计算得到企业层面

的管理效率指标 (efficiency), 该数值越小, 企业的管理效率越高。 表 2 第 (8) 列

汇报了以管理效率 (efficiency) 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交叉项 modechange×post 的系

数显著为负, 表明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效率, 这可能与企业通

过学习积累的管理知识有关。 进一步, 将式 (4) 中的 channel 替换为 efficiency, 相

应的结果汇报在表 2 第 (9) 列。 其中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

的提高, 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结论一致。 双重交互项 modechange×post 的系数显著为

正, 且相较于基准回归的系数大小和 t 值有所下降②, 这表明管理效率也是出口贸

易方式转变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渠道。
综上,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通过生产率提升、 出口扩张和管理效率提升三个渠道

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验证了假说 2。

表 2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生产率效应 出口扩张效应 管理效率效应

lntfp_op lnCU lntfp_lp lnCU lnexport lnCU lnCU efficiency lnCU

modechange×
post

　 0. 011∗∗∗ 　 0. 012∗∗∗ 　 0. 010∗∗∗ 　 0. 012∗∗∗ 　 0. 125∗∗∗ 　 0. 013∗∗∗ 　 0. 010∗∗ 　 -0. 003∗∗∗ 　 　 0. 008∗∗

(4. 10) (2. 95) (5. 31) (2. 94) (5. 57) (3. 18) (2. 46) (-4. 22) (2. 05)
lntfp_op

(lntfp_lp)
0. 124∗∗∗ 0. 132∗∗∗

(11. 77) (9. 89)

lnexport 0. 003∗∗

(2. 05)

efficiency -0. 589∗∗∗

(-12. 9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71
 

368 71
 

368 71
 

368 71
 

368 71
 

368 71
 

368 67
 

796 67
 

796 67
 

796

R2 0. 814 0. 573 0. 826 0. 572 0. 829 0. 571 0. 576 0. 197 0. 581

注:∗∗∗、∗∗分别表示在 1%、 5%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性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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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回归见表 1 第 (1) 列, 系数值为 0. 0132, 表 2 第 (6) 列系数值为 0. 0129。

  

由于企业管理效率样本部分缺失, 为了前后回归系数可对比, 表 2 第 ( 7) 列汇报了剔除管理效率样

本缺失值的公式 (2) 的回归结果。



(二) 异质性分析

1. 企业异质性特征

本文从企业进口状态角度考察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差异化影

响。 首先, 构建企业是否有进口虚拟变量 importdum, 如果企业为进口企业, im-
portdum 取 1, 否则取 0。 然后, 在回归中加入三重交互项 modechange×post×import-
dum, 回归结果列于表 3 第 ( 1) 列。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三重交互项 mode-
change×post×importdum 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相较于非进口企业, 出口贸易方式

转变对同时从事出口和进口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果更佳, 与前文的理论预期

一致。

表 3　 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lnCU lnCU lnCU

企业进口行为 行业可契约密集度 行业要素密集度

modechange×post 　 0. 011∗∗∗ 　 0. 018∗∗∗ 　 　 0. 009∗∗

(3. 10) (4. 87) (2. 30)

modechange×post×importdum 0. 008∗

(1. 88)

modechange×post×conhighdum -0. 013∗∗

( -2. 32)

modechange×post×labordum 0. 013∗∗

(2. 02)

importdum -0. 000∗∗

( -2. 10)

conhighdum 0. 025∗∗∗

(5. 61)

labordum 0. 076∗∗∗

(7. 9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71
 

368 71
 

368 71
 

368

R2 0. 571 0. 571 0. 571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性标准误下对应
的 t 值。

2. 行业特征

为了考察出口贸易方式转变的产能利用率效应是否与行业的可契约程度有关,
本文参照 Liu 等 (2019) [28] 的做法, 采用企业供应商年销售额的平均变化 (标准

差与均值之比) 来刻画行业层面的契约密集度, 并以契约密集度的中位数为临界

点, 构建契约密集度虚拟变量 ( conhighdum), conhighdum 等于 1, 为契约密集度

高的行业, conhighdum 等于 0, 为契约密集度低的行业。 表 3 第 (2) 列报告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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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回归结果, 其中三重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相较于高契约密集度的行

业而言, 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低契约密集度行业的企业产能

利用率提升, 与理论预期一致。
为了检验出口贸易方式转变的产能利用率效应是否会随着行业资本密集度的不

同而变化, 首先, 构建企业是否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虚拟变量 labordum, labordum
等于 1, 表示企业所属行业为劳动密集型, 否则为资本密集型; 然后, 在回归中加

入三重交互项 modechange×post×labordum, 回归结果列于表 3 第 (3) 列。 本文发现

三重交互项 modechange×post×labordum 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相较于资本密集型

行业的企业, 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在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后, 其产能利用

率提升幅度更大。 上述检验较好地验证了假说 3。

六、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 市场再配置效应与行业产能利用率

通过前文的分析, 本文发现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显著提升了企业层面产能利用

率, 这一过程主要通过提升生产率、 扩大出口和提高管理效率实现。 针对中国产能

过剩问题的研究, 还有文献从行业角度出发, 研究行业层面产能过剩的现状和影响

因素 (董敏杰等, 2015[29] ; 杨振兵和张诚, 2015[30] )。 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探究

行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的提升是否以及如何提升行业总体产能利用率。
从理论上看, 行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的提升会使行业内企业竞争加剧, 原

本从事间接出口的企业在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后, 将直接面对海外市场的竞争压力。
伴随着出口市场竞争加剧和运输成本的分摊, 大量出口企业被迫降低定价 ( Chen

 

et
 

al. , 2010) [31] , 同时竞争效应还可能抬高要素价格, 使得出口企业的边际成本

上升 (Rizov
 

et
 

al. , 2012) [32] 。 这意味着行业内竞争的加剧可能导致出口企业的生

存门槛上升, 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出口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 而产能利用率较高的在

位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从而导致行业总体产能利用率提升。 据此, 本文提

出如下有待检验的经验假说。
经验假说Ⅰ: 行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上升, 会加剧市场竞争, 导致落后产

能企业退出市场, 促进要素向产能利用率较高的高效率企业流动, 最终使得产能利

用率较高的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经验假说Ⅱ: 行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上升会通过市场再配置效应促进行业

整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在对上述两个经验假说进行检验之前, 首先我们验证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是否

会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本文认为同地区出口企业可能会存在争夺类似资源

的情况, 即同一地区的企业间竞争效应更强。 那么, 如果剔除处于同一地区的企业

样本 (即控制部分竞争效应) 后,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对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的正向

影响下降, 则间接证明企业间的竞争效应会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据此, 本

文将采用非同一地区的企业进行匹配, 然后重新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列于表 4 第

(1) 列, 交互项 modechange×post 的标准化系数为 0. 017, 小于基准回归表 1 第

(1) 列的标准化系数 0. 026, 这表明企业间的竞争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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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产能利用率。
第一, 落后产能企业退出和市场份额再配置效应。
为验证经验假说Ⅰ,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P(exitfit = 1) = Φ(β11Changeratioit × CU_ rfit + β12Changeratioit

　 　 　 　 　 　 　 　 　 　 　 + β13CU_ rfit + X fit + αi + γt + γl + εfit) (5)
　 　 salegrowthfit = β21Changeratioit × CU_ rfit + β22Changeratioit

　 　 　 　 　 　 　 　 　 　 　 + β23CU_ rfit + X fit + αf + γt + εfit (6)
其中, Changeratio 为 3 位码行业层面出口贸易方式发生转变的比率指标, 其测

算公式为: Changeratioit = Switchnumit / Numit -1, 其中, Switchnumit 表示在 t-1 期和 t
期之间行业 i 中由间接出口转变为直接出口的企业数; Numit -1 表示 t-1 期行业 i 的
出口企业总数; salegrowth 为企业销售额的增长率; CU_ r 为企业相对产能利用率,
用企业产能利用率与行业均值的比值表示; αf 、 αi 、 γt 、 γl 分别为企业、 行业、 时

间、 地区固定效应, 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设定一致。
根据经验假说Ⅰ, 本文预期 β11 < 0, 即处于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更高行业

中的企业, 企业间的竞争更大, 产能落后企业更容易退出市场。 本文采用 Probit、
Logit 和 OLS 计量方法进行了检验, 表 4 第 (2) — (4) 列中交互项 Changeratio×
CU_r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另外预期 β21 > 0, 即处于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更高行

业中的企业, 企业间要素流动加强, 要素更倾向于向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流动,
使得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表 4 第 (5) 列汇报了式 (6)
的回归结果, 交叉项 Changeratio×CU_r 的系数显著为正。 即验证了经验假说Ⅰ。

第二,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对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首先, 本文考察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对行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设定如

下回归模型:

lnCU_ w it = ∑
f∈Ii

ϑft lnCUft = βChangeratioit + X it + αi + γt + εit (7)

其中, 下标 f、 i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 三位码行业和年份, Ii 表示行业 i 的企业集

合。 lnCU_ w it 为以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为权重进行加权得到的行业总体产能

利用率。 ϑft 为个体权重系数, 反映企业间的资源配置程度, 这里采用企业 f 在行业

i 中的市场份额 (即企业 f 销售额与所属行业 i 总销售额的比值) 衡量, X it 为行业

层面的控制变量。 αi 和 γt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干扰项。 从

表 4 第 (6)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Changeratio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

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上升显著提升了行业加权平均产能利

用率。
为了稳健起见, 接下来进一步考察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对行业总体产能利用

率增长的影响, 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ΔlnCUit = lnCU_ w it - lnCU_ w i, t -1 = β·Changeratioit + X it + αi + γt + εit (8)
其中, ΔlnCUit 为行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增长, 用行业 i 在 t 期与 t-1 期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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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利用率之差表示。 表 4 第 (7) 列的结果显示, Changeratio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 这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 行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使得行业产能利用

率显著提升, 即经验假说Ⅱ成立。

表 4　 扩展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lnCU exit exit exit salegrowth lnCU_w ΔlnCU

PSM-DID Probit Logit OLS OLS OLS OLS

modechange×post 0. 016∗∗

(2. 54)

Changeratio×CU_r 　 -0. 500∗∗ 　 -0. 918∗∗ 　 -0. 089∗ 　 1. 037∗∗∗

( -2. 04) ( -2. 07) ( -1. 74) (3. 06)

Changeratio
-0. 034 -0. 068 -0. 009 0. 001 　 0. 063∗∗∗ 　 0. 345∗∗

( -0. 79) ( -0. 77) ( -1. 17) (0. 03) (3. 92) (2. 20)

CU_r 0. 087∗∗∗ 0. 155∗∗∗ 0. 009∗∗∗ -0. 007
(9. 16) (9. 11) (4. 21) ( -0. 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样本量 100
 

167 203
 

366 203
 

366 250
 

752 247
 

514 1
 

069 1
 

066

R2 (伪 R2 ) 0. 585 0. 066 0. 067 0. 617 0. 278 0. 786 0. 117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 5%、 10%的水平上显著;
 

第 (1)、 (4)、 (5) 列括号内数值为在企业层面聚
类稳健性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第 (2)、 (3) 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性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第 (6)、 (7) 列
括号内数值为在 3 位码行业层面聚类稳健性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综上, 本文发现行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的提高显著提升了行业产能利用

率, 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市场再配置效应实现。

七、 结　 论

以出口化解国内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热点话题, 但粗放

式出口扩张并不一定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 本文从出口贸易方式转变的新

视角, 系统研究了出口贸易方式转变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结果与

理论预期一致,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这一结论在

考虑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渠道检验方面, 出口贸易方式转变不仅促进了

出口企业提升生产率, 而且促进企业扩张其出口, 同时还激励企业提高管理效率,
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出口贸易方

式转变对进口企业、 低契约密集度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内企业有更强的产能利

用率提升效应。 此外, 本文还发现行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的提升促进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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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市场再配置效应实现。 行业出口贸易

方式转变比例的提升导致企业竞争加剧, 出口企业的生存门槛上升, 产能利用率

较低的出口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 产能利用率较高的在位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市场

份额。
本文的研究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 第一, 本文发现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有利于提

升企业产能利用率, 政府部门在鼓励企业参与全球贸易、 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的同时, 应积极引导中国出口企业进行贸易方式转型升级, 鼓励企业通过多种方式

拓展对外发展空间, 化解自身产能过剩问题; 第二, 企业生产率提升、 出口扩张和

管理效率提高是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 因此企业在出

口贸易方式转变后, 应提升生产技术, 优化生产流程、 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合理运用

各种生产要素, 进而提升产能利用率; 第三, 政府部门应根据不同企业的行业特

征, 针对性地引导和激励企业结合各要素的合理投入, 优化产业升级和提升产能效

率, 同时, 契约程度较低的企业从出口贸易方式转变中获益更大, 因此能有效减少

市场中的不确定性, 提高企业契约可执行度, 对于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也尤为重要;
第四, 行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变比例上升通过市场资源再配置显著提升了行业平均产

能利用率, 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淘汰落后产能企业,
促进资源向产能利用率高的高效率企业流动, 从而提升行业整体的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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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ort
 

Trade
 

Mode
 

and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Enterprises
 

Production
 

Capacity
MAO

 

Qilin　 YANG
 

Qi
Abstract:

 

Resolving
 

over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achieve
 

Chinas
 

healthy
 

in-
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
 

study
 

of
 

export
 

trade
 

resolving
 

overcapacity
 

has
 

attracted
 

academic
 

attention,
 

it
 

has
 

not
 

been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mode
 

transformation
 

(i. e. ,
 

from
 

indirect
 

export
 

to
 

direct
 

export) .
 

Based
 

on
 

Chinese
 

firm-level
 

data,
 

this
 

paper
 

use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ort
 

trade
 

mode
 

on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enterprises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ort
 

trade
 

mod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mechanism
 

tests
 

show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ort
 

trade
 

mode
 

promotes
 

enterprises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increase
 

exports
 

and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therefore
 

improves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enterprises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ransfor-
mation

 

of
 

export
 

trade
 

mode
 

has
 

a
 

stronger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of
 

import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in
 

industries
 

with
 

low
 

contract
 

intensity
 

and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Further
 

research
 

from
 

the
 

industry
 

perspective
 

suggests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export
 

trade
 

mode
 

transforma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industry
 

market
 

real-
location,

 

so
 

that
 

enterprises
 

with
 

backward
 

production
 

capacity
 

exit
 

the
 

market,
 

and
 

the
 

incumbent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gain
 

more
 

market
 

share,
 

and
 

ul-
timately

 

improves
 

the
 

overall
 

industry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China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dilemma
 

of
 

overcapacity
 

by
 

actively
 

expanding
 

the
 

space
 

for
 

exter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of
 

Export
 

Trade
 

Mode;
 

Utilization
 

Rate
 

of
 

Production
 

Capacity;
 

Market
 

Reallo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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